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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村城市化和城镇化是两条不同的道路。中国的农村应该走城市化道路，而非城镇

化道路。农村城市化应该通过中型城市辐射发展模式来实现。城镇化是实施小城镇模式，实际上，

我国所实施的小城镇策略在现实中很难实现。

[关键词]城市化 城镇化 小城镇 中型城市辐射发展模式

中国的城市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农村的城市化。现在，学者们在农村实现城市化的问题

上，基本上已经达成了一致，认为农村的经济发展有赖于城市化的实现。但是，在实现农村城

市化的途径方面，存在分歧。或者说，农村的城市化，还面临着路径选择。综合而言，理论界存

在两种观点：一是农村的城市化，二是农村的城镇化。有的学者认为两者的本质问题是趋同的，

可以互换。但是大多数学者认为两者并不完全等同。“农村城市化”的侧重点主要是以农村人口

向大中城市转移的“城市”过程，即以现有城市来吸纳农村人口，农村人口向现有大中城市的

转移集聚，现有大中城市不断扩大的过程。“农村城镇化”主要是指农村人口向农村区域的城

镇转移和集聚的“镇化”过程。[1]这其实是两种路径的选择：是选择大中城市的吸纳和扩容，

还是现有乡镇的就地“镇化”。笔者认为，尽管理论界多数倾向于农村城镇化，但是城镇化在

现实中的可行性并不是很高。
①
选择中型城市辐射发展的模式实现农村的城市化，可最大限度

的降低现实成本，提高农村城市化的进程。

1、 中国农村城市化面临的阻力

中国的农村城市化存在一些先天性的阻力和困难。不仅在制度和体制方面，还是在文化和

心理方面，都成为限制农村城市化的巨大阻力。这些阻力注定了农村的城镇化无法实现农村的

真正城市化。

（一）城市与农村存在着一种天然的阻隔。我国的封建社会虽然存在过一些显赫一世的大

都市，人口甚至超过百万（如开封、长安、南京等），但严格意义上的商业城市直到十九世纪六

十年代才出现。迫于鸦片战争的失败而开放的上海、广州、厦门等城市成为中国商业城市的摇篮，

它标志着中国近代商业城市的发展，同时也成为带有浓厚商业气息的近代城市文化和市民文化

的发源地。这些城市之所以兴盛，主要得益于外贸的激增。[2] （P120-123）我们从1863年部分城市外

国船只在各埠运输进出口货物的净值比较中可窥一斑（单位：千英镑）

上海 汉口 福州 广州 宁波 九江 厦门
19686 7490 706 7 6046 4758 3456 2947
  （资料来源：李长莉 《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一卷 P121）

依靠外贸而发展起来的商业城市可以摆脱对农村的依赖而自成体系，独立发展（这是与封

建城市最大的不同之处）。如上海，由于外贸的发展在1865年就有78家较大的外国商行。中国其

它城市的脱胎无不受到上海、广州等一批早期城市的影响，其生态基础越来越不受农村的左右。

在经济上，买办商业和对外贸易支撑着整个城市；政治上，割据军阀依靠国外势力的支持而不

是农民的支持维护其统治；文化上，越来越显示出对西方文化的认同。对农村而言，顽强的小

农经济在和城市隔绝的情况下也能生存下来，延续两千多年的小农经济在殖民资本的入侵下并

没有瓦解崩溃，也并没有出现大量失地无地农民涌入城市的现象。

城市和农村渊源上的阻隔，是我国城乡二元社会形成的根源，甚至我国建国后采取的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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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阻隔城乡的措施，在很大程度上为了应对城市与农村天然隔离所形成的矛盾。

（二） 城市与农村巨大的经济鸿沟阻碍了两者的融合。在一个多世纪封建社会的瓦解过程，

中国并没有改变农村积弱积贫的现状。相反，反而恶化了广大农村的经济状况。建国后，我国集

中精力发展工业的方针，需要农村巨大的付出和支援，无形之中拉大了城乡之间已有的经济差

距。我们单单从城乡居民的公共卫生资源分布的差异中就可以看到城乡之间的差距。1980年以来，

农村医院的床位并没有增减，仍然维持在80万张床位的水平上，而与此同时乡村人口却净增了

7000万。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近70%，但公共卫生资源不足全国总量的30%。[3] （P383）

 现在，城市与农村巨大的经济鸿沟已经成为农村城市化的主要障碍。城市化过程中所需的

巨额启动资金、完善医疗保险的资金、基础设施资金等一系列费用，都制约着农村的城市化。

（三）中国现行的农村体制阻碍农村城市化进程。孙正林在《中国农村城镇化的体制化性障

碍及对策》一文中从制度层面总结出农村城镇化至少面临五个方面的制度限制：一是户籍管理

制度，二是农村教育制度，三是劳动力就业制度，四是农村土地制度，五是社会保障制度。尽

管孙正林提出了一些解决对策，但是其现实可行性并不是很高。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体制在很

大程度上是指户籍的二元体制，这种依据出生背景不同而划分为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的做法，

虽然在计划经济时代为保证工业建设的顺利进行立下过汗马功劳，但它无法否定带有封建社会

按出身背景划分阶级的成份。这种城乡分割的户籍二元体制在实行市场经济的今天就显得尤为

不利，它不但阻碍了国内市场的统一，而且使农民无法享受“国民”待遇。建立在户籍二元体

制上的医疗保险、失业救济、劳动就业、土地转让和教育享受等一系列社会福利都与农民无缘。现

有的农村体制人为地阻隔了农村的城市化，而农村现有体制的改革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二、小城镇实现农村城市化的现实困境

小城镇道路在理论上而言，对于人口众多的中国无疑是一条很好的解决方案，它一方面可

以避免人口过多融入大城市，从而破坏其生态环境，另一方面又可以最大限度的固定当地人口，

避免过多人口涌向东部沿海城市造成人口重荷。但笔者认为小城镇道路在实际中无法实现，只

能成为理论上的乌托邦。除了上述农村城市化的阻力外，小城镇在实现农村城市化方面尚有许

多现实困境。

（一）小城镇没有实现农村城市化的经济支柱。现代城市的形成和繁荣有赖于商业的形成

和繁荣，对于处于城市初级阶段的小城镇而言，更是如此。商业的繁荣需要优越的地理位置、独

具一格的地方物产或特殊的政策倾斜，显然，拥有商业繁荣的城镇只能是少数，没有普遍性。

小城镇发展的另一经济支柱就是企业。八十年代的乡镇企业的确显示了勃勃生机，尤其是苏南

地区，乡镇企业的兴盛促进了整个地区的经济腾飞。但是，进入九十年代，不仅乡镇企业失去

了迅猛的劲头，整个中小企业都陷入困境。据在北京、辽宁、江苏、浙江、湖北、广东、云南七省的

调查显示，中小企业亏损情况比较普遍，平均亏损率达26.8%[4]。乡镇企业总产值增长率在1993

年达到顶峰65.1%后开始回落，1996年回落加快，1997年降到了15.4%，而15.4%后便是15%的亏

损面、600亿元的亏损额、6.5万家乡镇集体企业的关停。[5]（P156） 而且随着中国市场的逐步开放和

竞争的加剧，大型企业将完全主导市场，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将越来越小，小城镇所依托的中

小企业根本无法成长起来。失去商业和工业支撑的小城镇也就无法成为吸纳农村人口的核心，

其实现农村城市化只能成为空谈。

（二），小城镇建设存在众多薄弱环节。我国制定的小城镇化实施战略，在实践中首先面

对的就是建设资金的拮据。目前，我国集资建设资金主要来源于四个方面：上级政府的财政拨

款，地方政府财政支出，集资，引进“外资”。而其中，乡镇企业提供的资金占据大头。但如上

文所述，乡镇企业的不景气已经成为全国范围内的问题，这使小城镇的建设资金更是雪上加霜。

王怀岳在《中国县域经济发展实论》一书中，将小城镇建设中存在问题归结为六个方面：1.规划

仍滞留于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规划水平还比较低；2.基础设施仍然薄弱，相当部分小城镇市

政设施建设不匹配，路况较差、排水不畅、绿化美化和环境卫生水平较低；3.农村建设市场仍需

规范，村民质量安全意识还要加强；4.农村旧传统势力根深蒂固，按“风水”建设；5.村镇规

2



划管理体制不够完善；6.新一轮的土地总体规划与小城镇、新村建设发展的需要存在一些不相

适应或不衔接的方面。[5]（P177-182）由此可见,小城镇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不仅在思维习惯上，还

是在体制上，都存在众多的问题和薄弱环节，而且许多方面是短期内无法消除的。

（三）小城镇对农村人口无法形成吸引。现在研究人口流动的理论最为著名就是推拉理论

（push and pull theory ）。推拉理论将流入地中那些使移民生活条件改善的因素定义为拉力，

将流出地中那些不利的社会经济条件定义为推力，人口迁移就是这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完成的。

城乡之间巨大的经济差距（尤其是大城市和农村之间）使农村人口更愿意涌向大城市。换言之，

大城市对农村人口的拉力要远远大于小城镇对其的拉力，而且事实也证明的确如此。我国民工

的流出量逐年增加，1999年至2002年，民工的流出比例已经占到50%,而且随着东部沿海城市吸

纳能力的降低，农民越来越偏重于城市的规模，而不是地区，中型城市受到青睐。[6]小城镇不

能在吸收农村人口方面形成核心，其实现农村城市化的构想就无从谈起。

三、中型城市辐射发展模式是农村城市化的最佳方案

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城市化的道路既不能像一些中小国家那样靠发展一两个特大城

市（汉城、曼谷、开罗）来实现农村的城市化，也不能如学者们所建议的那样依赖几万个小城镇

的发展，中国城市化的主流应该是把现有的几百个地级市（即中型城市）发展为大城市，由它

们来容纳大部分的进城农民，从而实现农村的城市化。
②
换言之，中国农村城市化的最佳方案

就是中型城市的辐射发展，以原有城市为核心，吸纳周围的农村人口。

中国的农村城市化，在排除了两端途径（即特大城市和小城镇）之外，中间路线就显而易

见成了唯一的选择，而且也是可行的。中型城市辐射发展可以将阻碍农村城市化的阻力以最小

的成本消除。

（一）中型城市原有的经济基础和影响力可以成为城市化的核心。中型城市与小城镇的最

大区别在于，中型城市均已建立雄厚的城市基础，其大中型企业和商业足以为其提供吸纳农村

人口的物质基础。中国市场的对外开放，大量涌入的外资企业虽然会将在中国的总部放在北京、

上海等大型城市中，但其辐射全国的分公司必然会立足中型城市。外企的注入，将冲击小城镇

的生存基础，但却会为中型城市带来生机。

前几年，民工潮的流向无疑指向特大城市，但随着特大城市民工饱和，中型城市逐渐获得

青睐。中国人力资源的流动其学历与距离成正比。学历越高，流动者流动的距离越远，反之亦然。

民工最钟情于家乡周围的城市，当地的中型城市逐步成为农村人口流向的核心。[6]

（二）中型城市辐射发展符合我国渐进式改革的模式。中国渐进式改革模式已为实践证明

是正确的。中国之所以在二十年的时间里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坚持在原

有的基础上循序渐进的发展。同样，我国的农村城市化的完成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不能一

蹴而就。中型城市辐射发展正可以消除农村城市化的阻碍因素，实现渐进式发展。首先，中型城

市辐射发展可以消除农村与城市的天然阻隔，缩小两者的差距。中型城市通常都是当地的核心，

对当地农民有一种向心力，潜移默化的影响，可以成功消除农村与城市的天然阻隔，消除农村

城市化过程中的心理障碍和文化障碍。城市周围的农村由于其地缘关系，其经济与城市有着千

丝万缕的联系，中型城市的周围地区由近及远已经实现了城镇-半城镇-富裕农村的阶梯分布。

其次，中型城市辐射发展可以实现农村不利体制的逐渐解体。城乡分离的二元户籍制度虽然已

经严重阻碍了我国的农村城市化，但如果突然废除，必然引起一系列的混乱。中型城市辐射发

展可以对二元户籍实现区域性的波浪性解禁，对城市周围达到条件的农村实行城镇户籍，逐渐

由近及远，达到户籍的全部统一。农村的土地制度、社会保障等都可以实现解冻。

（三）中型城市辐射发展可实现我国的持续发展。城市化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生产效率，

达到资源的最大利用率。离开这一原则，农村城市化就失去了意义。中型城市辐射发展在我国人

口众多的情况下，是高效利用有效资源的最佳途径。对城市而言，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可依据

城市自身吸纳能力的大小而实施，是原有城市规模的延伸，避免了大量资金的投入和浪费。小

城镇的城市化由于不是基于自身的需要而是在外力的挤压下形成的，其城市化过程需要大量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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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的投入，而且投入的结果是否能实现城市化尚是未知数，这和我国依靠行政命令强行组建企

业如出一辙，很难保证在长期的市场中长久存在。对农村而言，中型城市的人口吸纳能力要远

远大于单个小城镇的吸纳能力，它可以实现人口空间的最大利用，从而达到耕地的大片联合，

有利于农业现代化的事实，而小城镇星罗棋布，为将来农业大农场式耕种带来隐患。

四、中型城市辐射发展路径设计

（一）通过中型城市的工业外包，逐步融合周边农村经济。城市化和工业化尽管存在许多

相连之处，但是两者并不完全等同。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基础，但是城市化不仅仅是工业化，它

还囊括了城市经济、体制、文化、思想等多维立体的上升。我国城市的现实情况是工业化远远高于

城市化，城市化没有与工业化同步进行。这种并不协调的步伐最终将制约城市的工业化和城市

化。改善的途径之一就是将大中城市的工业外包，将城市工业迁移到城市的周边地区，腾挪出

来的城市核心地带，建立城市的金融区、商业区和文化区，加快城市化过程。而外包的城市工业

可以实现城市周边农村的初步城市化，至少在经济方面为农村的城市化奠定基础。从这个意义

上而言，中型城市发展的模式，既可以最低成本的实现农村的城市化，同时也是我国城市提高

城市化程度的有效途径。

（二）通过经济带动，实现农村固有体制和文化的逐步解冻。如上所述，农村和城市之间

的天然阻隔，决定了我国农村的城市化不可能一促而蹴，也并不是单纯制度的改变就可以实现

城市化。小城镇战略即使在现实中实现了城镇化，那么和真正的城市化也存在着差距，农村的

固有制度和文化沉淀其中，也为将来的城市化设置障碍。中型城市的经济辐射，对农村不利于

城市化的制度和文化可以实现逐步解冻。城市的思维、文化通过逐步渗入的方式，其接受程度要

远远高于强制注入。在制度上，制约农村城市化的户籍管理制度、农村教育制度、劳动力就业制

度、农村土地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可以通过波浪式、分段解冻的途径，由中型城市向周边辐

射进行，实现改革的稳定和经验的积累；在文化上，为农村的心理接受提供一个缓冲空间，同

时也有力于实现城市化的连贯。

（三）改革城市的管理体制，适应农村人口的注入。我国现行的城市管理体制在推进农村

城市化方面尚存在些许需要改进的方面。首先，在整体上，我国市管县的行政体制并不利于城

市的发展，我国许多学者已经呼吁建立市县同级的行政体制。市县同级，可以扩容中型城市的

阵容，部分地区经济中心的地（州）辖市和县城可以获得发展动力，进一步提升城市化的聚合

力。其次，在城市内部，许多的制度需要改革，以适应农村人口的涌入。第一，城市应该首先废

除户籍管理制度，建立不分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的统一人口管理制度，从身份上废除城市人和

农村人；第二，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医疗和失业保险制度，任何企业都需要为工作人员建立

保险，从而为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提供保障；第三，建立统一的职业培训、劳动就业和教育制度，

为农村人口适应城市生活和工作，进一步提升自身素质和地位提高提供途径。第四，加强城市

的融资力度，依靠整个社会的力度推进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建设。

①如果将农村城市化的路径细化的话，可以分为小城镇、中型城市和大型城市。我国少数学者持“通过大城

市实现我国城市化”的观点，本文观点其实并不排斥这一观点，只是笔者更倾向于通过中型城市扩充为大城市

而不是扩充现有大城市来实现农村城市化，以最大可能的降低城市扩容过程中的“城市病”。中国通过大型城

市实现农村城市化的弊端和困境，众多的学者已经作了充分的论证，本文在此不再加以赘言，只是对农村城镇

化的弊端展开阐述。关于大城市战略的观点，可以参阅王渝陵.大城市化还是小城镇化[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

2004.4；周铁训.“大城市化战略”：中国实现城市化的必由之路[J]，城市，2003.6

②关于城市的规模，世界各国的标准均不一样，但多根据城市人口的数量把城市规模划分为大、中、小几等。

我国规定，1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称为特大城市，50万以上至100万人口的城市称为大城市，20万至50万人口

的为中等城市，20万人口以下的为小城市。按照行政隶属关系，我国城镇又可以划分为中央直辖市、省（自治

区）辖市，地（州）辖市、镇等。本文所称的中型城市，是指在行政区划上属于地级市，在经济上属于地区经

济的核心，其人口在20万—100万之间的城市。本文中型城市的界定与我国关于城市规模的定义略有出入。国外

关于中型城市发展的最成功的案例是德国的鲁尔矿区，德国通过中型城市的发展和扩充，实现了鲁尔矿区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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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城市化，从而使鲁尔矿区成为世界知名的城市群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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